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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欧美考古学者

的广泛关注。中国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遗存，本文对这些遗存进行详细的

分析，并揭示了它们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 2 千纪后段，境外的安德

罗诺沃文化扩张到了新疆的西部地区，而新疆西部地区的安德罗诺沃系统遗存与境外的七河类型文化特征

最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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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欧

美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遗存，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梅建军先生就曾对这些遗存进行过初步的分析[1]。近年来又有一系列的

相关遗存资料发表，这些资料既包括部分遗址和墓葬，还包括窖藏青铜器以及一些零星采集

的青铜器。那么这些遗存文化属性是什么？它们与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呢？这正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安德罗诺沃文化最早是由前苏联考古学家 C．A．捷普劳霍夫提出的，他当时是根据 1914
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而定名的[2]。但此后在十分广

泛的地域内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遗存[3]，学者们逐渐发现米努辛斯克盆地仅仅是安德罗诺沃

文化分布的东北边缘，而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围内各个遗存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已经很难用

一个单一的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盖，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联合体或文化区（Unity[4]或是

Community[5]）的概念。之所以要将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归为同一区或者一个系统内，

是因为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能与其他遗存明显的区分开，而他们所组成的这一文化联合体是

紧密相连的文化动态系统，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组成的持续不断的链或网络[6]。安德罗诺沃

文化就属于这样的文化联合体，在其分布区内的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大都拥有平底缸形

器陶器系统、形制相近的铜器和发达的冶金业、轻便辐条式车轮的马车和大量的驯养马匹等

相似特点。目前可以确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是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

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天山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原苏联中亚南部的土库曼

斯坦地区，但北部的界限还比较模糊，可能到达了北方森林地带（图一）。 



 

图一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分布与扩张[7]  

从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初发现命名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多国外的考古学者都

对这个文化现象进行过分析和讨论[8]。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9]，我们可以将境外的安德罗

诺沃文化联合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BC17-16 世纪，以彼得罗夫卡类型（Petrovka）
为代表，分布范围仅限于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地区，这一时期是文化联合体的

初始阶段；第二阶段，BC15-13 世纪，以阿拉库类型（Alakul）和费德罗沃类型（Fedorovo）
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与之相联系的阿塔苏类型（Atasu）、七河类型（Semirechye）等多个类

型，分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草原、叶尼塞河流域、帕米尔高原、

天山地区以及中亚的南部地区，这一阶段是联合体的最为繁荣阶段；第三阶段，BC12-9 世

纪，阿拉库和费德罗沃类型等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都已经衰落了，在西部东欧草原的

木椁墓文化（Timber Grave）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的扩张使安德罗诺沃文化

联合体分布范围与前一阶段相比大大缩减，而且联合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此时

主要以中央哈萨克斯坦的阿列克谢耶夫卡类型（Alekseevka）以及七河地区[10]的七河类型

为代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联合体的衰落期。 

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广、类型众多，但地域上与新疆地区最为接近的

就是七河类型。境外七河类型的主要分布区是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盆地，大多数墓葬都没有

高出地表的封堆，墓葬周围一般都有石围栏，长方形墓室位于围栏的中央，土坑竖穴，流行

单人侧身屈肢葬，存在多个墓室共用围栏的现象。主要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年代在

BC15-13 世纪，发现的遗存数量较少，主要体现了费德罗沃类型特征，陶器器表纹饰比较丰

富，一般器物器身通体都有纹饰（图二，1-8）。晚段年代在 BC12-9 世纪，遗存数量多，墓

葬土葬为主，少量的火葬，陶器装饰仅在口沿或肩部，很多陶器都无任何装饰（图二，9-18），
另外在晚段还发现了许多窖藏青铜器，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斧和铜铲是最主要的几种

器物（图三）。 



 
图二 七河类型墓地出土的陶器 

1、Prigorodnoe 2、Issyk-Kul 3.4、Arpa 5.6、Dzhaylyau III 7.8、Tamgaly I 9-14.15-18、Usunbulak I 15、
Tegermen-say 

 
图三 七河等地出土的部分窖藏青铜器和其他采集的青铜器 

A 组：Shamshi  B 组： Sukuluk C 组：Issyk-KulD 组：Ivanovka E 组：Novo-Pavlovka F 组：Sadovoe  

G 组：Beshkek  H 组：其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1、Kairak-Kumy 遗址 2、楚河流域 3、Preobrazhenka 

4、Tup 5、锡尔河上游河谷 6、Kant 7、Ringitam  8.9、Tashtube 10.11、Dun Bei） 
二、新疆发现的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 

从已有的资料看, 在新疆地区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系统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喀

什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区，另外在乌鲁木齐、阜康



和吉木萨尔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图四）。以下我们将逐一对这些遗存进行分析。 

 
图四 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分布示意图 

1、塔城卫校遗址 2、托里萨孜墓地 3、温泉阿敦乔鲁遗址 4、霍城大西沟遗址 5、尼勒克穷科克遗址 6、塔

什库尔干下坂地 

1、 塔城卫生学校遗址 

塔城卫生学校遗址位于塔城市西北角，乌拉斯台河东西两岸的台地上，墓葬区位于河东

岸。资料没有发表，据介绍，墓葬的墓室由卵石或石板构建而成，分火葬和土葬两种形式，

其中火葬的数量较少。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均为火候不高的夹砂灰陶，以各种无耳直

口、斜腹或折肩平底罐为主，有少量的圜底小钵。陶器器表纹饰较为丰富，有三角形划纹、

篦纹、指甲纹等纹饰。遗址区位于河西岸，遗址和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基本一致，应属于同一

时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这处遗存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11]。 

从介绍的资料看，墓地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形式，且火葬数量少，陶器质地、形制以及

纹饰等特征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的费德罗沃类型和七河类型的墓葬一致。从这些情

况看，我们认为这处遗址应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而且从陶器器表纹饰丰富这一特征

看，可能存在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第二阶段的遗存。由于资料未发表，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2、 托里县萨孜村古墓[12] 

托里县萨孜村古墓地共发掘墓葬 4 座，墓葬地表都有大小不等的砾石和沙土堆成的低矮

石堆标志（图五，1），墓室分为竖穴土坑和石室（图五，2）两种。发掘的墓葬出土的随葬

品数量非常少，该墓地 M3 出土两件灰褐色缸形器，其中一件敞口，假圈足，通体饰有锥刺

纹，上部为水波纹，其内填饰斜线纹，中部在正倒三角纹内填饰两周折线纹（图五，3），从

器表纹饰看，很明显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假圈足的做法在七河类型中也出现

过（图二，1、2、6）。因此萨孜村古墓也应该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 



 
图五 托里县萨孜村墓地 M3 

3、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 

另外有人认为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3] ，

该遗址位于额敏河支流喀浪古尔河左岸的二级台地上，西距塔城市约 3 公里。遗址未经过发

掘，但从调查的情况看，遗址中有房址和墓葬遗存。出土的器物除了一件四口壶外，多为夹

砂红褐陶片，很多陶片上有压印或戳印的纹饰，有小三角纹、十字形纹、窝纹和叶纹等纹饰

（图六），在喀浪古尔遗址中还采集有石磨盘和石杵等石器。从陶器的质地和纹饰上看，与

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差异较大，而且完整陶器四口壶也不见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因此无

法将喀浪古尔遗址划归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但由于目前该遗址发表的资料还非常少，所

以还无法明确这个遗址的具体性质。 

 
图六 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 

4、 塔什库尔干下坂地墓地 



下坂地墓地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辛迪村和下班迪村境内，西南距

县城约 40 公里。2001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调查和发现 13

处墓地[14]。2003 年对塔什库尔干北岸的五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 150 座[15] 。

其中 AII 号墓地大部分墓葬被认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 

AII 号墓地共发掘墓葬 118 座，大部分墓葬地表都有明显的石堆或石围的标志，墓葬都

较小，从分布图看布局很不规整（图七，1）。墓穴以竖穴土坑为主（图七，2、3），一些墓

葬使用木板或木棍封盖墓室口部（图七，3）。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葬俗，其中土葬 87 座，

火葬 18 座，从随葬品看，两种埋葬方式无明显的差别。土葬墓中绝大部分墓葬为单人侧身

屈肢葬，尸体腿部弯曲幅度很大，存在少量的双人葬。 

 
图七 下坂地 AII 号墓地墓葬分布图及墓葬形制举例 
1、墓葬分布图（局部）2、M20 平剖面图 3、M25 平剖面图 

墓葬中的随葬品较为匮乏，以陶器为主，多为生活实用品，均为手制，素面，多为夹砂

灰陶或红陶，部分陶器内盛有羊骨等食物。器形一般不规整，器类简单，主要是无耳平底陶

罐（图八，1-6）和陶钵（图八，7-12），其中陶罐一般侈口，束颈，部分器物存在折肩的现

象（图八，4-6）。除陶器外，该墓地还出土一定数量的金属手镯和耳环，手镯均是用一条铜

片弯曲成环形的，铜片的剖面呈月牙状弧形（图八，13-16）。耳环有铜制和银制两种，系用

一根细铜丝弯曲成圆环形。耳钩较尖细，耳坠呈喇叭形口（图八，17-23）。 



 
图八 下坂地 AII 号墓地出土的典型陶器和金属器 

1、AIIM001：1 2、AIIM052A：1 3、AIIM030：1 4、AIIM042：1 5、AIIM005D：1 6、AIIM041：1 7、AIIM059：

1 8、AIIM035：1 9、AIIM113：1 10 、AIIM062：3 11、AIIM062：4 12、AIIM062：7 13、AIIM032：6 14、

AIIM032：5 15、AIIM042：2 16、AIIM004：1 ② 17、AIIM032：4 18、AIIM032：3 19、AIIM004：2② 20、

AIIM004：2① 21、AIIM005A：1 22、AIIM042：5 23、AIIM039：3（1-12 为陶器，17、18 银器，其余均

为铜器） 

从下坂地 AII 号墓地的墓葬地表形制、土葬为主火葬为辅的埋葬方式以及陶器形制来

看，无疑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另外在下坂地 AII 号墓地中出土的一定数量铜

质和银质的喇叭形口耳环也值得我们注意，这种器物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墓地中大量的

出现，类似的耳环在中国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以及大沱头等文化中都有发现，

这种器物也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林沄先生曾提出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喇叭形口

耳环可能是来源于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16]。这种喇叭形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发

现数量少，也不见明显的演变轨迹，而在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发现数量多，分布

广，形制也相对多样，因此二者存在联系的结论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中国北方地区流行喇叭形口耳环主要都是扁口的，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虽存在扁口的，但

绝大多数的喇叭形口耳环是圆口的，对于这种现象原因，我们推测安德罗诺沃系统的这种耳

环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可能不存在着固定的形制，种类比较丰富有管状口的，也有扁喇叭形

口和圆喇叭形口的，由于相距较远，中国北方地区人群只是在这一时期借鉴了这种耳环的和

制作方法形状，在自己在当地生产制作了喇叭形耳环。而境外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在发展过程

中最终更青睐于那种圆喇叭形口的耳环。从具体的形制对比来看，下坂地 AII 号墓地中的喇

叭形口耳环就属于这种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典型器物。 

综合下坂地 AII 号墓地的葬俗和随葬品等特征来看，这个墓地遗存应该被纳入安德罗诺

沃文化联合体中。下坂地 AII 号墓地的陶器均为素面，器表无装饰，这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

合体早期和繁荣期的陶器装饰差别比较明显，应该是属于衰落期的遗存。而与之特征最为相

近的就是七河类型的晚期遗存（图二，9-18；图三，8-11）。 

5、 霍城县大西沟墓地[17]  

霍城县大西沟墓地位于县城西北 32 公里处，大西沟口以南的山前开阔地带。在文物普

查中清理遭到破坏的墓葬一座，采集陶罐 1 件（图九，1），陶杯 2 件（图九，2），均为夹砂

红陶，手制，大口平底，形制与下坂地 AII 号墓地出土的陶器形制一致。另外还出土了石球

8 件（图九，3）和一些口沿有锥刺纹或乳钉纹的陶片。从出土的陶器形制看，与下坂地 AII
号墓地的陶器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推测大西沟墓地也存在着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衰落期的

遗存。 



 
图九 霍城大西沟出土的部分器物 

6、尼勒克穷科克遗址[18] 、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等遗址[19] 

穷科克、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遗址都属于吉林台遗址墓葬群，位于尼勒克县东喀什

河两岸，所有资料均未发表，但根据有关穷科克遗址情况的介绍[20] ，该遗址不仅规模大，

而且在文化上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出土文物表现出明显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基本特征，

发掘中发现有墓葬、居住址，出土大量的陶片、石器和骨器，其中陶器为夹砂灰陶，器形单

一，绝大多数为缸形器，平底，个别器物器底为小圈足，多素面，有少量陶片器表面有刻划

纹或压印纹。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遗址也发现有相似的遗存。而分布在穷科克遗址上的

穷科克一号墓地则属于更晚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21]。该文化陶器均为圜

底器, 基本不见平底器，彩陶比较发达。从各种特征比较来看，穷科克遗址和穷科克一号墓

地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考古遗存。穷科克一号墓地有两个碳十四数据, 一个是用M11，经

过树轮校对, 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984 —前830 年, 另一个是M52 ，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040 —前906 年。这年代被认为是穷科克一号墓地年代的上限[22]。这也应该是穷科克遗

址的下限。另外虽然资料没有发表，但从介绍的情况看，以穷科克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文

化面貌比较单一，基本陶器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这些遗存纳入安

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而且可能大部分遗存都与下坂地AII号墓地属于同一时期，但不排

除可能存在稍早的遗存。 

7、 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23]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新疆西北边陲温泉县境内，南面越过天山支脉与霍城县相连，遗址没

有经过发掘，根据调查遗址内分布多个古墓群，这些墓群的墓葬都有明显的地面标志，有石

围墓、石堆墓和土堆墓三种，根据调查其中石围墓的数量超过一百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方形石围墓，分布非常分散，也有 3、4 个连成一体的，大小差别明显，最大的一座面

积近 100 平方米（图十，2）。另外一种类型墓葬地表标志象迷宫一样，石围既有方形也有圆

形，有单圈、双圈和多圈等不同形制（图十，1）。两种类型的墓群之间相距大约 800 米。在

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中存在着与阿敦乔鲁遗址石围墓类似形制的墓葬，尤其是与

七河类型的墓葬地表结构最为相似，据此可以推测阿敦乔鲁遗址可能存在着属于安德罗诺沃

文化系统的遗存。但由于这些墓葬未经过发掘，还无法得出更多的结论。 



 
图十 温泉县阿敦乔鲁墓地的地表石围 

8、窖藏青铜器和零星采集铜器 

除上述遗址和墓地外，在伊犁、塔城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区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

[24] ，这些铜器主要有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斧、铜铲、铜刀和铜剑（图十一）。类似

形制的铜器在境外的东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也多有发现（图五），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3
世纪-公元前 9 世纪[25]，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三阶段。对比境外的考古发现，新疆

地区的这些青铜器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但阜康发现的两件铜镰，镰身较长，弯曲弧度很大，

年代应该偏早（图十一，12、13），可能与塔城市卫生学校遗址属于同一时期。 

 
图十一 新疆地区出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铜器 

5、托里县沃雪特乡 6、吉木萨尔 12.13、阜康 24、乌鲁木齐板房沟 34、乌鲁木齐农科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塔城市下喀浪古尔遗址外，其他遗存大都可以归入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与境外的七河类型情况一致，这些遗存大致也可以分为早晚两个

阶段，早期阶段遗存数量较少，陶器主要器表刻划纹较为丰富，塔城卫生学校墓地可能属于

这一阶段遗存。晚期遗存分布的相对广泛，除了伊犁和塔城地区外，在喀什的塔什库尔干也

有发现，类似的遗存可以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地区。在所发现的青铜器中，

仅有阜康出土的两件铜镰可能属于早期阶段，其余铜器大多属于晚期阶段的遗存。早期阶段

相当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二阶段，年代在公元前 15-13 世纪。晚期阶段相当于

境外安德罗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三阶段，年代在公元前 12 世纪-公元前 9 世纪。 

三、新疆地区同时期其他相关遗存 

除了上述遗存外，新疆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相关的遗存，主

要有焉耆盆地的新塔拉遗存[26]、库车哈拉墩遗存[27]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28]。 

新塔拉遗存存在着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来源于东方的彩陶文化因素；而另外一种因素

是压印或刻划的短折线纹、点纹等陶器遗存，这种遗存在东部甘青地区非常少见，但在安德

罗诺沃文化系统中较为流行（图十二，1-3）。这一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已经扩张到了

新疆的伊犁和塔城等地区，而焉耆盆地与伊犁地区虽然隔着天山山脉，但两地的直线距离非

常近，而且中间有开都河等许多山间河谷，伊犁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很容易传播到焉

耆盆地。因此新塔拉遗存中的压印或刻划纹陶片因素很可能就是来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

的影响。 

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中陶器的弦纹折棱纹非常具有特色，这种纹饰在安德罗

诺沃文化中也较为常见（图二，5-8；十二，4-6），由于库车哈拉墩遗址与伊犁地区的直线

距离非常近，因此这种弦纹折棱纹陶器很可能就来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影响。 

虽然新塔拉、库车哈拉墩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都可能存在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

的因素。但是，这三类遗存都有自身特色，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将它们与境外的安德罗

诺沃文化遗存直接联系起来，更不可能将它们纳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之中。 

 
图十二 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对新塔拉、尼雅北部类型和哈拉墩遗存的影响 

1-6、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五、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新疆地区的扩张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扩张是一个世界性的考古课题，这个文化最初形成于南乌拉尔

和哈萨克草原地区。第一阶段分布范围较小，到第二阶段，大约在公元前 15-13 世纪，安德

罗诺沃文化系统向外迅速扩张，向北分布到了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向南到达了

中亚南部地区，对伊朗东北部的锡亚尔克文化和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29] 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向东扩张到了七河流域和新疆

西部地区。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此次扩张的原因，杨建华先生认为，在畜牧业发达的安德罗

诺沃部落中，牛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而草原是低能量的生态环境，1 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

喂养 6-7 头牛，在 20-25 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而一个草场的复苏则需要 50 年的时间。人

口的增加与肉乳食品结构导致草场的匮乏，这种局面迫使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地向外迁徙

[30]。同时，发达的冶金业、轻型战车和大量驯养马匹的应用[31]使得安德罗诺沃人群拥有

着大规模扩张的能力，而反映在考古发现上就是这一时期遗址数量多，文化分布范围大，但

地层薄、发现的墓葬数量少。 

从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相关遗存的分析结果来看，这一区域内属于公元前

15-13 世纪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数量还非常少，而发现大量的遗存都属于安德罗诺

沃文化联合体的最晚期（公元前 12 世纪-公元前 9 世纪）。晚期遗存不仅数量多，分布范围

基本上遍及整个新疆西部地区，在南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也出现了该文化的遗存。而且遗存

种类不仅包括遗址和墓地，还包括数量较多的窖藏青铜器，其中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

斧和铜铲是最主要的几种器物。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三期是整个系统的衰落期，这一时

期最为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阿拉库类型和费德罗沃类型遗存已经非常少见了，在继续保

持原有的传统特征同时，各地区的不同类型也都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而无论是墓葬形制和

埋葬方式，还是随葬的陶器和金属器以及窖藏青铜器等文化特征，新疆地区这些属于安德罗

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与境外的七河类型的文化特征几乎是完全一致，而且早期遗存少，晚期

遗存数量多也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另外考虑到分布区域相邻，我们认为新疆西部地区发现的

这些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大部分遗存也应归属于七河类型。其实现在虽然有国界相

隔，但从地理上看，境外的七河地区与新疆的伊犁地区之间交通无任何障碍，两地文化一致

也非常容易理解。而且不仅仅在安德罗诺沃时期，在之后的索墩布拉克文化阶段，两地的文

化特征也是一致的。 

一般文化的扩张通常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相似的铜器，包括铜器形制

和制作技术，这种现象在境外草原以及中国北方地区非常常见，铜器的传播可能是远距离人

群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或者是通过某种中间人群辗转获得的联系，也就是说拥有个别相似铜器

的文化之间可能没有大规模的人群接触，林沄先生就曾用“漩涡理论”来解释欧亚草原各地

出现相似青铜器的原因[32]，中国北方地区套管式铜锛和喇叭形耳环等器物的发现[33]则是

第一层次的体现；第二个层次是相似的陶器，陶器与铜器不同，属于易碎品，不适宜长途运

输，因此陶器的相似则表明两个文化人群之间直接的联系，双方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大大加深，

新疆的新塔拉、哈拉墩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存在着部分具有安德罗诺沃系统特征的陶器，

这暗示着安德罗诺沃系统人群与上述三个遗址的人群存在着直接联系，这也是第二层次的体

现；最后一个层次则是相似的埋葬方式，包括墓葬形制和葬式等内容，这是一个人群最不容

易改变的特征，而当这些特征出现了，则表明该地人群完全被同化，或者被完全取代了，新

疆西部出现的以下坂地 AII 号等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大都比较单一，从墓葬形制、

土葬为主火葬为辅的埋葬方式以及随葬品特征看，完全体现了第三个层次的特征，这也就表

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在新疆西部地区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在伊犁地区我们目前还没

有发现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土著，因此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对新疆的扩展应该是人群

的迁徙，这些安德罗诺文化人群到达新疆地区后，迅速占据了新疆西部的广大地区，同时继

续向东渗透，新塔拉遗存、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则



是最好的证据。 

虽然安德罗诺沃人群在新疆的扩张势头很强劲，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进程也遭到了顽

强的阻击，而阻击他们的就是来自甘青地区的具有东方传统的文化和在其影响下的新疆本地

文化。在焉耆盆地的新塔拉遗存中，存在着一类彩陶文化因素，这类文化因素的出现很可能

与东部巴里坤地区的南湾类型遗存的扩张有关。另外新塔拉出土的马鞍形石磨盘、石磨棒、

穿孔石斧、石环等器物也都是与南湾类型遗存有关[34]。而在尼雅北部类型中，虽然存在着

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但该遗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双大耳罐、溜肩罐和铜刀等更多的卡约

文化因素的器物[35]。卡约文化和南湾类型遗存这些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的西渐可能也就是安

德罗诺沃的东扩止步于新疆中部的原因。 

从现有的遗存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向新疆地区扩张的路线可能存在着三条：第一

条是从七河地区经伊犁河谷这一天然通道进入伊犁地区，这也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通道；

第二条是从东哈萨克斯坦地区进入塔城等地区；第三条是通过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到

达了塔什库尔干地区。由于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都属于最晚期

的遗存，因此第三条路线可能出现的年代也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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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Remains of Andronovo Culture in Xinjiang 

 

Shao Hui-qi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  

 

Abstract：Andronovo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Bronze Age in 

Eurasia Steppe. I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chaeologists. Some 

similar remains also exist in Xinjiang, China. A detailed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reve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mains in Xinjiang and Andronovo Culture in this assay. It indicates that Andronovo Culture 

expanded into the west of Xinji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BC 2nd millennium and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remains and Seven Riv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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